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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算法控制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在企业中广泛应用,也引发了员工反抗算法控制的行为。 由于

算法控制与传统的组织控制在形式、特点上有所不同,员工的反抗算法行为表现出传统反抗行为之外的新内容和新

模式。 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员工反抗算法行为的具体内涵、表现,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研究员工反抗算法对其心理和

工作结果的影响。 在研究一中,我们通过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厘清员工反抗算法行为的具体内容,开发

相应的测量工具。 在研究二中,我们对 400 位网约配送员实施三阶段问卷调研,发现员工反抗算法通过增加其解脱

感而降低其离职倾向,并通过增加其心理授权感而提高其工作绩效、降低离职倾向。 此外,当员工感知到直属领导

的仁慈型领导水平较低时,反抗算法对其心理状态和工作结果的影响更强。 本研究拓展了关于员工对算法控制的

应对以及组织中的多重控制机制的研究,并对企业如何在双重组织控制的场景中优化管理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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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算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管理实践

中,算法控制( algorithmic
 

control) 也逐渐成为组织

控制的新形式。 算法控制是通过算法的限制、推

荐、记录、评级、替换和奖励功能对员工的工作进行

引导、评价与约束的控制手段[1] 。 由于算法的全面

性、即时性、交互性和模糊性,算法控制下的员工面

临着更严密的监控与约束,其工作自主性被极大消

解[2] ,产生了不安全感、不公平感、压力、社会疏离

感以及焦虑等消极感受[3-5] 。 算法控制带来的这些

负面影响,可能引发员工反抗算法控制的行为。
反抗算法是指,员工为了应对算法控制对自己

造成的潜在或已发生的负面影响,发起的不合作性

的行为。 现有关于员工反抗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

员工为何对传统的组织控制形式(如技术控制、科
层控制等) [6] 进行反抗,以及以怎样的形式来反

抗[7-9] 。 但是,由于算法控制不同于传统的组织控

制,员工对算法的反抗可能呈现新的内容和特点。
例如,传统的组织控制下,员工可以通过许多类型

的公开行为或隐蔽行为来进行反抗(如破坏、投诉、
集体罢工等) [9] 。 但由于算法控制的全面性,以及

算法在更替员工方面的模糊性[1] ,员工难以实施抵

制、罢工等公开反抗行为,因而更多地采取个体的、
隐蔽的反抗。 并且,由于算法控制的具体方式与传

统的组织控制不同,如依据顾客评价来分配工作机

会[10-11] ,反抗算法的行为也将包含针对算法控制的

独特内容。 此外,反抗算法是为了应对算法控制对

自身的负面影响,因此不同于以违背组织规范、伤
害组织或其成员为目的的职场偏离行为[12] 。

由于算法控制的广泛使用,人们对于反抗算法

的关注也在不断增加,但目前对反抗算法行为缺少

量化的测量,更缺少关于反抗算法对员工的影响及

作用机制的理论建构与实证检验。 首先,现有文献

和管理实践都显示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反抗算

法不一定会成功,甚至面临被惩罚的风险,但员工

仍然会从事反抗算法的行为[10-11] 。 这意味着,反抗

算法这一行为本身对员工可能具有一定的正面效

应。 因为反抗算法是员工在算法控制的场景下主

动发起的应对行为,其目的是应对算法控制给他们

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对自己的心理资源的保护和

提升,所以这些应对行为可能会对其心理状态、工
作绩效、离职倾向等产生重要的、甚至是积极的影

响[10] 。 资 源 保 存 理 论 (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13-16]为我们研究反抗算法的这些影响提供

了一个适合的理论视角,将对以往文献所认为的员

工反抗行为具有破坏性[12] 的理论视角形成重要

补充。
其次,研究员工反抗算法的影响机制,将进一

步揭示反抗算法对员工自身的合理性及对组织的

意义。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员工的积极情绪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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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可能构成有价值的个人资源[13-16] 。 本研究将

从情绪和认知这两条路径,来阐释员工反抗算法如

何提升个人资源、带来积极的工作结果。 一方面,
从事反抗算法的行为使员工产生解脱的感受;另一

方面,反抗算法可能使得员工产生由感知到的效能

感、自主性和影响力构成的心理授权感。 而解脱感

和心理授权感作为有价值的心理资源,将传递反抗

算法给员工的工作态度与工作结果带来的积极影

响。 通过澄清这两个中介机制,本研究将拓展和丰

富关于反抗的结果的研究,并有助于理解员工为什

么会采用反抗的方式来应对算法控制。
最后,在我国算法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双重

控制”并存的模式,即算法和科层共同对员工的行

为和工作进行控制与管理,借助科层控制来弥补

“算法逻辑”的缺陷[17] 。 例如,在外卖配送行业,当
平台算法的派单不合理时,站点的管理者可以帮助

网约配送员(即外卖骑手)与平台或商家进行沟通,
以保证他们的工作顺利完成[5] 。 因此,在算法与科

层的双重控制之下,员工反抗算法的结果将可能受

到科层管理者的影响。 特别是由于算法缺乏人性

化关怀,员工感受到的科层管理者的仁慈型领导风

格可能调节员工反抗算法的效果。 对这一调节效

应的关注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反抗算法对

员工产生的影响。
为了探究以上问题,本研究首先通过质化研究总

结出员工反抗算法的具体行为,并开发相应的测量工

具。 在此基础上,以资源保存理论为理论框架,探究

员工反抗算法行为对其工作绩效和离职倾向的潜在

积极效应与作用机制;同时,基于双重控制的组织实

践,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仁慈型领导作为重要的科层

因素对员工反抗算法的结果的调节作用。

1　 理论与假设
 

1. 1　 资源保存的理论视角与员工对算法控制的
反抗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资源是个体看重的事物、
个人特征、情境或能量,个体具有保护当前资源和

获取新资源的动机,且工作事件与行为带来的个体

资源变化会影响其工作认知与结果[13-15] 。 基于资

源保存理论,控制感、自主性等因素是一种有价值

的个体资源;而某些工作要求会消耗这些资源、带
来资源短缺[15-16] 。 因此,当员工出于规避工作中的

潜在消极因素、提升工作自主性和效能感的动机,
对那些工作要求采取应对行为时,员工的个体资源

可能得到提升[15,18-19] 。 算法控制对员工实施了全

方位的监控与管理,可能给员工带来自主性的缺

失,甚至带来了更大的工作压力、紧张和不安[2-4] 。

因此,从资源保存理论的角度来看,员工有动力采

取反抗算法的行为来保护现有资源并获得更多的

个人资源,以使得算法控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最

小化。 由于反抗算法是一种对算法控制所产生的

潜在威胁的应对行为,通过反抗算法,员工可能获

得不同类型的重要资源。 这些资源可以表现为反

抗算法之后的积极心理状态,如情绪状态、心理认

知等。 一方面,反抗算法可能使员工得以规避工作

中的负面结果,从而产生解脱感;另一方面,反抗算

法也使员工感到自己对工作拥有了更多的自主,产
生心理授权感。 解脱感是一种积极情绪,心理授权

感是一种积极认知,二者的增加意味着个体心理资

源的提升。 伴随心理资源的提升,个体将展现出更

积极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结果[18-19] 。 接下来,我们将

具体阐述反抗算法如何帮助员工获取和提升积极

情绪与认知资源,以及这些心理资源的增加如何进

一步影响其工作态度与工作表现。
1. 1. 1　 反抗算法与解脱感

 

解脱感是一种具有积极效价的情绪体验,发
生在个体感到可能消除或避免某些消极结果之

后[20] 。 算法控制严密地监控并约束员工的工作过

程和工作结果,这种全景式控制对员工工作产生

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如因工作绩效达不到算法要

求而导致的惩罚、工作收入不稳定、较低的自主性

等[2-4] 。 资源保存理论指出,当面对正在发生或潜

在的威胁时,员工有动力采取一些行动来获取包

括积极情绪在内的心理资源[13-14,18-19] 。 对于受到

算法控制的员工来说,反抗算法为他们提供了一

种减少或消除这些消极影响的可能性,因此会激

发员工的解脱感。
具体来说,一方面,算法控制严密地记录并监

控员工的工作过程及行为,员工在工作中需要遵守

许多算法带来的约束,例如控制配送订单的时效、
指定配送路线、禁止私下联系顾客等[11,21] 。 这种全

景式控制严重制约了员工的工作过程,也可能引发

不适的体验或降低员工的工作自主性和工作绩

效[2] 。 而通过反抗算法行为,例如“挂单”“报备”来
延长配送时间等[11,17] ,员工可以减少算法控制对他

们工作过程的约束和干扰,进而降低了算法控制给

自己带来负面结果的可能性,并因此感到解脱。 另

一方面,算法控制通过模糊却全面的规则体系对员

工的工作结果做出评价,并进行相应的奖惩,特别

是对违反算法规定或未达到预期要求的员工采取

罚款、不派单等惩罚性措施[11] 。 因此,算法控制可

能给员工的工作结果(如情绪、动机和实际收益等)
带来严重的威胁和负面影响。 通过一系列反抗算

法的行为,例如在接单前有意筛选顾客、取消订单、
—23—  https://www.academax.com/doi/10.13587/j.cnki.jieem.2024.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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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订单完成后向顾客要好评[11,17,21] ,员工可能能够减

少算法评价对自身信誉和报酬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

这一过程中,发起反抗算法的行为是员工自发地消除

或避免算法控制带来的对工作结果的损害的努力,因
而产生解脱感。 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a 反抗算法与员工的解脱感呈正相关。
1. 1. 2　 反抗算法与心理授权感

反抗算法给员工带来的心理资源提升还表现

在心理授权感的提高。 心理授权感是指,个体认为

自己有能力自主完成有意义和有影响力的任务的

程度,体现了个体对其处理工作事件、情境和问题

的能力的认知[22] 。 心理授权感具体表现为四个维

度:工作意义(个体对当前工作目标的价值作出的

判断)、工作影响(个体在工作中的影响程度)、自主

性(个体对自身工作活动的控制能力)和自我效能

(个体对自身完成工作的能力的认知)。 根据资源

保存理论,自主性、效能感等积极认知是重要的个

体资源[20] ,且个体保存和获取这些相关资源的动机

十分强烈。 从事反抗算法行为可以增加员工的心

理授权感,包括提高对自身效能感、自主性等的感

知[22] ,因而能起到资源提升的效果。
首先,算法控制通过严密的监控和严格的评价

与惩罚机制,来保证员工服从既定规则[1,11] ,而反抗

算法意味着挑战算法对员工工作行为及其过程制

定的规则,是一种挑战规范 ( norm-violation) 的行

为[23] ,会提升个体对自身的影响力的感知[24] 。 其

次,反抗算法对员工来说也是一种有难度的行为,
实施这种有难度的挑战行为能够使员工提高对自

己能力的感知,满足个体有关能力的需求[25] 。 最
后,算法控制全面地、即时性地管理员工的工作过

程、行为与结果[1] ,极大消解了员工的工作自主
性[2] ,而反抗算法是员工主动打破算法控制对自己

的约束,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工作方式、安
排工作节奏、发起工作行为、管理工作收益的努

力[11,17] 。 因此,从事这些反抗行为提高了员工对自

主性的感知。 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b 反抗算法与员工的心理授权感呈正

相关。
1. 1. 3　 反抗算法对工作绩效和离职倾向的间接效应

由于保持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员工绩效是组织

与管理者的核心关注点,因此本研究将员工离职倾

向与工作绩效作为核心工作态度与结果的主要指

标,进一步探究反抗算法所带来的个体资源水平的

提升对员工的影响。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拥有更多

资源的个体能体验到一种能量感[26] ,更愿意付出努

力和进一步获取资源;而资源不足的个体会产生压

力、感到耗竭,对资源损失更加敏感,为了保护现有

资源而不愿意参与消耗资源的事情[27] 。 因此在资

源充足的情况下,个体的态度导向和工作结果更为

积极[13-15]
 

。 我们指出,由于解脱感和心理授权感都

是对个体有利的心理资源,能够激发个体的目标导

向和工作投入,并降低其消极意向[16,18-19] 。
具体而言,反抗算法通过激发解脱感和心理授

权感提升了个体的资源水平,获得资源的员工会更

愿意投入工作努力,绩效也因此提高[13-15] 。 研究发

现,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的个体有更高的工作参与、
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和绩效表现[18,28] ;而心理授
权感更高的个体更愿意出于内在动机而工作[29] ,表
现出更高的任务绩效、角色外绩效和更多的主动性

行为[30] 。 因此,反抗算法通过增加员工的解脱感和

心理授权感,能够促进员工的工作绩效。
此外,反抗算法带来的解脱感和心理授权感作

为心理资源能够帮个体缓冲工作中消极因素的影

响,减少压力和耗竭的产生,降低消极意向[14-15] 。
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可以缓解或消除压力、紧张等

消极因素的影响[31] ,减少个体的消极意向如离职意

愿[28] ;心理授权感则能提高个体的工作满意度,并
缓冲工作事件、领导-成员交换差异等对员工偏差

行为、工作退缩的消极影响[32] 。 因此,反抗算法所

提升的解脱感和心理授权感可能有效降低员工的

离职倾向。 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 反抗算法通过提升员工的解脱感而间接

提高员工绩效(2a)和降低员工离职倾向(2b)。
H3 反抗算法通过提升员工的心理授权感而

间接提高员工绩效(3a)和降低员工离职倾向(3b)。
1. 2　 员工感知的仁慈型领导的调节作用
　 　 由于算法缺乏人性化关怀、难以处理质性信息、
有时出现失灵,可能导致员工对算法及组织的信任

感、公平感降低,甚至让人产生算法厌恶[4,33] 。 为弥

补算法控制的缺陷,许多企业对员工采用算法管理与

科层管理并行的管理方式,特别是借助科层管理者对

员工的关怀来弥补“算法逻辑”的不足[5-6,17] 。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除了个体的积极情绪、认

知等心理资源外,工作情境例如工作要求、积极的

领导力等因素也可以为个体提供重要的工作资源,
并影响个体资源消耗、恢复与获取的过程[14-15] 。 并

且,个体资源与情境所提供的资源可以互为补充,
且资源获取的价值在现有资源较少的情境下更为

突出[13-14,34] 。 因此,当工作情境不能为个体提供有

利的工作资源,以及工作情境所导致的资源水平较

低时,个体自己获取资源对于其资源保存的重要性

和效果都变得更加显著。
在现实工作中,科层管理者可以为员工提供重

要的工作资源,尤其是员工的直属领导。 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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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和科层的双重控制下,员工感知到的仁慈型领

导可能会影响其反抗算法的资源提升效果。 仁慈

型领导是指,领导者对下属个人及家庭做个别、全
面而长久的关怀[35] 。 由于人文性关怀是仁慈型领
导的核心特征,对于这一领导方式的研究在缺乏人

性化关注和管理的算法控制的场景中具有更为重

要的意义。 如前所述,如果情境中提供的资源较少,
员工通过自身的行为来获取资源对其心理状态和工

作结果将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13-14,34] 。 因此,当员工

感知到的仁慈型领导行为较少时,意味着直属领导为

员工提供的关怀与支持更少,即员工从直属领导处可

获取的资源更少。 当员工无法从领导那里获得情感

的信任与支持等重要心理资源时,员工反抗算法的行

为的作用也变得更加重要,反抗算法对其情绪与认知

资源的提升会更显著。 相反,当员工感知到的仁慈型

领导行为较多时,员工从直属领导处能获取到更充分

的心理资源,员工自身的反抗算法行为变得不那么重

要,他们通过自身反抗算法来提升资源的效果也被减

弱。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a 员工感知的仁慈型领导在反抗算法与员

工的解脱感之间起调节作用,即员工感知的仁慈型

领导行为越少,员工反抗算法后的解脱感越强。
H4b 员工感知的仁慈型领导在反抗算法与员

工的心理授权感之间起调节作用,即员工感知的仁

慈型领导行为越少,员工反抗算法后的心理授权感

越强。
1. 3　 被调节的间接效应

 

　 　 结合假设 2、3、4,我们进一步推断,反抗算法与
员工绩效、员工离职倾向之间的间接效应可能会受

到感知仁慈型领导的调节。 当员工感知的仁慈型

领导行为较少时,反抗算法的资源提升效应更强,
员工随之将产生更高的解脱感和心理授权感。 更

高的解脱感和心理授权感意味着员工拥有了更多

的积极情绪与认知资源,可以将其投入到工作中来

提升绩效,且积极的情绪与认知也能降低员工的离

职倾向等消极意向。 综上,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5 员工感知的仁慈型领导调节了反抗算法

通过解脱感对员工绩效、员工离职倾向的间接影响。
H5a 员工感知的仁慈型领导行为越少,反抗

算法通过提升员工的解脱感而增加其绩效的间接

效应越强。
H5b 员工感知的仁慈型领导行为越少,反抗

算法通过提升员工的解脱感而降低其离职倾向的

间接效应越强。
H6 员工感知的仁慈型领导调节了反抗算法

通过心理授权感对员工绩效、员工离职倾向的间接

影响。

H6a 员工感知的仁慈型领导行为越少,反抗

算法通过提升员工的心理授权感而增加其绩效的

间接效应越强。
H6b 员工感知的仁慈型领导行为越少,反抗

算法通过提升员工的心理授权感而降低其离职倾

向的间接效应越强。

2　 研究设计与结果
　 　 为探究员工反抗算法的行为及影响结果,我们

首先梳理员工反抗算法行为的具体内容,以此为基

础开发量表、并收集量化数据检验测量工具的有效

性(研究一)。 在研究一的基础上,我们将通过实地

研究检验假设的理论模型(研究二)。
2. 1　 研究一:反抗算法的量表开发与检验
2. 1. 1　 量表生成

(1)
 

研究样本

首先,为了系统性梳理员工反抗算法的具体行

为,我们选取网约配送员(即外卖骑手)作为研究样

本,开展质化研究。 外卖平台的网约配送员通常分

为专送与众包两类,较众包骑手而言,专送骑手的

日均送单量更大,每日工作时长平均达到 8 小时以

上,与算法互动的场景更多。 并且,专送骑手同时

受到平台的算法管理与配送服务商的科层管理,与
我们的理论假设中的双重控制的背景更符合。 一

方面,专送骑手的名义雇主是配送服务公司,其直

接领导是配送服务站的站长。 另一方面,平台利用

算法对骑手的接单、送单工作进行指导、评价和约

束,发挥着影子雇主( shadow
 

employer) 的作用[36] 。
配送服务公司也需要根据平台的规则来管理骑手。
在司法实践中,最近的一些判例也认为平台虽然在

名义上与骑手没有雇佣关系,但是对骑手具有实际

雇主的权力和一定义务[37] 。 因此,专送骑手这一群

体是适合本文研究问题的样本①。
我们在全国 7 个城市进行线下走访,选取了 14

个站点的 33 位专送骑手作为研究对象。 最终样本

均为男性,平均年龄约为 27 岁,平均从业时长约为

10 个月。
(2)

 

数据收集

我们采用一对一的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来收

集数据。 实施访谈前,我们广泛收集了关于骑手工

作的二手资料,并在预访谈基础上进行修改,最终

形成了访谈提纲。 访谈问题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
日常工作内容以及与平台和其他参与者的互动及

感受等。 特别地,为了确定骑手的反抗算法行为,

—43—

① 基于骑手与平台和配送服务公司的这种关系,为了行文方便,本文

在报告和讨论研究结果中,有时也将骑手称为“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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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避免在访谈中引导对话,我们使用相对中性的

语言、广泛询问他们可能与算法规定不一致或努力

实现自身目的的行为。 如“您有什么自己的窍门,
能在平台上多拿到单子? 您知不知道那些‘单王’
是怎么抢到那么多单、而且还能按时完成的?” “您

有什么办法获得更多的客户好评,或者能更快更好

更安全地送件? 如果获得差评,您会申诉吗? 申诉

流程是怎样的呢?”等。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首先介绍访谈目的并获得

访谈对象同意。 访谈过程中,我们根据访谈对象的

回答灵活调整提问顺序,并鼓励访谈对象多举实

例,以降低回答的模糊性。 首次访谈结束后,我们

对访谈对象提到的重点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

了补充采访。 由于访谈对象工作内容具有较强的

灵活性、工作时间不固定,访谈方式包括面对面访

谈和微信电话访谈。 征得访谈对象同意后,我们将

访谈内容录音,并逐字转录为文本资料。 平均每位

专送骑手的访谈时长为 40 ~ 60 分钟,最终获得 33
份有效文本,共计 10 万字。

(3)
 

数据分析

参照 Gioia 等人的分析方法[38] ,我们前三位作
者分别逐句逐段对文本材料进行梳理,进行“背对

背”编码。 我们将与反抗算法相关的原文抽取出来

后,尽量使用访谈对象的真实表达归纳出初始的一

级目录( first-order
 

categories)。 经过充分讨论和一

致性检查,反复对一级目录进行合并、删减,并排除

包含关系。 随后,我们参考已有的反抗算法文献,
并与专家进行讨论,对一级目录进行反复辨析、筛
选、分类和合并,结合理论进行更加抽象和概念化

的表述,提取二级主题(second-order
 

themes)。 整个

编码过程不断迭代,直至可以准确且充分地反映员

工的反抗算法行为。
为确保分析结果的效度,我们采取多种方法以

提高结果的有效性。 首先,我们采取多人独立编

码,持续进行交叉验证,对每一个类别的阐释进行

充分讨论并达成一致后再进入下一个阶段。 其次,
我们将数据分析结果向访谈对象进行展示,征询其

意见和建议,并持续进行补充采访,以穷尽所有可

能出现的情况。 最后,我们邀请了两位领域内相关

专家,就一级目录和二级主题进行辨析和讨论。 在

这些过程中,我们不断将实践与理论进行对话,保
证结果的准确和完善。

(4)
 

生成量表题项

我们最终得到 6 个一级目录、提炼出 3 个二级

主题,每个二级主题下面包含两个一级目录。 其

中,“申诉差评”这个二级主题是指,员工对算法给

出的、非个人原因造成的负面工作评价进行申诉,

以保护自己的合理利益,包括“针对商家的责任进

行申诉”和“针对顾客的责任进行申诉”两个一级目

录。 “利用规则获利”这个二级主题是指,员工在劳

动过程中识别出算法的规则并且利用该规则使系

统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包括“到商家密集处等

单”和“筛选订单”两个一级目录。 “欺骗系统”这个

二级主题是指,员工阻止算法获取相关数据、用错

误数据干扰算法决策,包括“与顾客结盟”和“逃避

系统定位”。
就“申诉差评”而言,顾客评价是平台实施算法

控制中的“评价”这一机制的具体形式[1,11] ,算法系统
收集顾客对骑手的评价,这些评价是用来决定骑手薪

酬的重要依据,并影响了骑手未来接单机会。 通过申

诉差评,骑手有机会消除对自己不利的数据记录,进
而推翻这一算法控制的结果,维护自身利益。 这一分

析结果也得到了以往文献的支持。 例如,Kellogg 等
人[1]提出算法行动主义(algoactivism),其中员工反抗
算法 控 制 的 策 略 包 括 了 员 工 就 结 果 的 责 任

(accountability)发起的反抗。
就“利用规则获利” 而言,在我们的研究场景

中,算法根据位置信息、过往绩效等数据进行订单

的分配,以实现整个区域的配送效果和效率最优。
但对骑手个人而言,这样的算法控制导致骑手只能

接收到某些特定类型的订单推送,或者不能拒接某

些类型的订单,个人从工作中得到的报酬也因而受

到限制。 而一些骑手通过利用规则,试图减少自己

受到的算法的限制。 以往关于算法管理的文献也提

到,员工会以利用规则的形式来反抗算法推荐和匹配

工作机会、评价工作完成情况的具体规则与结果。 例

如,陈龙[11] 和孙萍[17] 的研究发现,外卖骑手会有意
利用平台的规则,如通过“报备” “挂单”来延长配送

时间,利用补贴规则“下空单”赚取平台奖金。
就“欺骗系统”而言,骑手通过与顾客结盟或关

闭系统阻止系统收集自己工作的真实位置信息和

客户评价信息,使得算法输出更有利于自己的决策

结果。 算法主要依据骑手的位置信息实时监控骑

手的送单过程,控制骑手送单的速度;依据顾客对

骑手的评价控制其服务质量。 骑手可以通过如切

断网络、提供虚假地址等反监控手段避开算法监

控。 此外,骑手通过与顾客结盟,通过提前说明原

因、道歉、向顾客赔礼等方式私下与顾客达成和解,
让顾客修改地址或取得顾客的同意后提前点送达,
并让顾客“不给差评”“给好评”等,向系统输入非真

实信息干扰系统[10-11] 。
基于上述访谈结果,我们针对每个一级目录编

写 1 ~ 3 个题项,尽量使用访谈对象的原始用语以贴

合工作的真实情境。 编写初始题项共 19 条,经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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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讨论和修改,删减和合并语义相近的题项,确保

各个题项主题明确,贴合概念,语义清晰,内容不相

互交叉,最终形成包含 14 个题项的初始量表。
2. 1. 2　 探索性因子分析

我们严格遵守量表开发的程序要求,收集了一

个新的研究样本,对初始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

析,以评估量表的测量特征和因子结构。
(1)

 

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过程

我们通过方便抽样和滚雪球抽样,联系了来自

云南省(59. 6%)、河北省(21. 3%)、广东省(9. 6%)
和其他地区(9. 6%)的 94 位专送骑手,向他们发放

调查问卷的链接。 为了减少社会赞许效应,参与者

全程匿名填写问卷。 参与者的平均年龄约为 28 岁,
93. 6%为男性,41. 5%拥有专科及以上学历,平均从

业时长约为 25 个月。
我们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编制了反抗算法的

量表,请骑手们回答在过去两周的日常工作中,在
多大程度上从事了以下行为(1 =从来没有,5 =非常

频繁)。 参与者填写完成后得到一个微信红包作为

报酬。
(2)

 

结果

首先,我们对数据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反

抗算法量表的 Cronbach′s
 

ɑ 系数为 0. 91。 KMO 和

Bartlett′s 球形度检验的结果发现,KMO 值为 0. 86,
Bartlett′s 球形度检验的 χ2 为 971. 30,p<0. 001,表示

该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我们对 14 个题项

进行基于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的主成分分析,旋
转后得出一个三因子的结构,总方差解释率达到

72. 99%,且每个因子对应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0. 6(结果如表 1 所示)。 其中,因子 1 包括申诉差

评相关的 3 个题项,因子 2 包括利用规则获利的 5
个题项,因子 3 包括欺骗系统相关的 6 个题项。

表 1　 研究一: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1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for
 

Study
 

1

因子 题项
因子载荷

1 2 3

申诉
差评

利用规
则获利

欺骗
系统

1. 对因为商家的原因(少餐、做错餐、餐不好吃、出餐慢等)导致的差评或投诉进行申诉。
2. 如果顾客因为我拒绝了他 / 她的额外要求而给我差评,我会向平台系统申诉。
3. 对因为顾客定位错误、没接电话或其他等原因造成的差评进行申诉。
4. 到商家多的地方等待系统派单。
5. 到质量好的商圈等待系统派单。
6. 拒绝接受质量差的商家的订单。
7. 主动接较远的订单,以便得到更多的顺路订单。
8. 主动接别的骑手转出来的顺路单。
9. 请求顾客给自己好评。
10. 跟顾客道歉、赔钱或者送礼物,请顾客不要给差评。
11. 快要迟到时,在获得顾客同意后,提前点送达。
12. 提前点送达后原地关机或卸载 APP。
13. 快要违规的时候断网下线。
14. 设置虚假定位来接单。

特征值

信度系数

方差贡献值(%)

0. 79 0. 15 0. 28
0. 82 0. 23 0. 18
0. 79 0. 26 0. 28
0. 32 0. 81 -0. 09
0. 32 0. 80 -0. 15
0. 16 0. 60 0. 48
0. 09 0. 77 0. 25
0. 04 0. 71 0. 48
0. 29 0. 08 0. 66
0. 25 0. 24 0. 71
0. 45 0. 24 0. 66
0. 14 0. 13 0. 91
0. 16 -0. 01 0. 90
0. 11 0. 06 0. 94
1. 26 2. 41 6. 55
0. 85 0. 84 0. 92
8. 98 17. 24 46. 77

2. 1. 3　 验证性因子分析

(1)
 

数据收集与样本构成

我们使用新的样本,对上述的反抗算法量表进

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通过方便抽样、滚雪球抽样和

Credamo 样本服务,我们总共联系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 222 名网约配送员,他们的平均年龄约为 29 岁,
80. 6%为男性,55%拥有专科及以上学历,平均从业

时长约为 30 个月。
(2)

 

结果

总量表的 Cronbach′s
 

ɑ 值为 0. 90,三个子量表

的 Cronbach′s
 

ɑ 分别为 0. 87(申诉差评)、0. 90(利

用规则获利)和 0. 84(欺骗系统),再次证明该量表

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我们采用最大似然法比

较了不同因子结构模型的拟合度,各模型拟合指数

如表 2 所示。 其中,模型 1 是二阶三因子模型,模型

2 是一阶三因子模型;模型 3 是合并了申诉差评和

利用规则获利的一阶二因子模型;模型 4 是合并了

申诉差评和欺骗系统的一阶二因子模型;模型 5 是

合并了利用规则获利和欺骗系统的一阶二因子模

型;模型 6 是合并了所有因子的一阶单因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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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模型 1 为基准模型,将模型 2、3、4、5、6 的拟合结

果分别与其进行比较。 比较结果显示,三因子模型

的各项拟合指标均优于其他模型。 其中,二阶三因

子模型和一阶三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值一致,

说明拟合效果相似。 我们参考以往量表开发的文

献[39] ,结合理论、访谈结果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

果来看,二阶三因子模型更符合本文中的员工反抗

算法的构念。

表 2　 研究一: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2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for
 

Study
 

1
模型 χ2 df χ2 / df Δχ2 / Δdf CFI TLI RMSEA SRMR

1. 二阶三因子模型 117. 15 60 1. 95 0. 97 0. 96 0. 07 0. 08
2. 一阶三因子模型 117. 15 60 1. 95 0. 97 0. 96 0. 07 0. 08
3. 两因子模型(A+B,

 

C) 326. 45 62 5. 27 104. 65(2) ∗∗ 0. 87 0. 81 0. 14 0. 11
4. 两因子模型(A+C,

 

B) 392. 25 62 6. 33 137. 55(2) ∗∗ 0. 83 0. 76 0. 16 0. 11
5. 两因子模型(B+C,

 

A) 437. 72 62 7. 06 160. 29(2) ∗∗ 0. 81 0. 72 0. 17 0. 14
6. 单因子模型 575. 61 63 9. 14 152. 82(3) ∗∗ 0. 74 0. 63 0. 19 0. 13
　 　 注:

 ∗∗表示
 

p<0. 01。 A =申诉差评,B =利用规则获利,C =欺骗系统。

2. 2　 研究二:反抗算法的影响机制与结果
2. 2. 1　 样本与研究实施过程

在这一实地研究中,我们采用了三阶段的问卷
调研。 我们联系了华中地区某城市的运力服务公

司,该公司为国内某大型外卖平台提供配送服务,
在该市共管理六个配送站点。 站点内的所有骑手

均为该平台的专送骑手,这些骑手在工作中一方面
受到该平台的算法控制,另一方面也受到运力服务
公司的科层控制,其直属领导是每个站点的站长。
我们的样本来自于这 6 个外卖配送站点的所有骑
手,共 452 人。

在正式的问卷调研之前,本文的第一作者联系
了该公司的总经理和每位站长,向其说明调研目

的、用途和具体流程。 在获得他们的同意与配合
后,获取了各个站点的骑手名单和信息。 我们通过

手机短信、微信等方式,向每位骑手发送各个阶段
的调研问卷链接,并在核验数据质量后向他们发送
红包作为报酬。

在第一阶段,我们请骑手们报告在过去两周内
他们从事反抗算法行为的频率,并报告自己的人口

统计学信息。 该阶段共发放 452 份问卷,回收 405
份问卷。 在第二阶段(五天后),骑手们报告自己在

多大程度上感知到站长的仁慈型领导、并报告自己
的解脱感和心理授权感。 该阶段共发放 405 份问

卷,回收 400 份问卷。 在第三阶段(五天后),骑手
们报告自己的离职倾向和服务绩效。 该阶段共发
放 400 份问卷,回收 400 份问卷。 因此,有效样本包

括 400 人,响应率为 88. 5%。
在有 效 样 本 的 人 口 特 征 分 布 中, 男 性 占

95. 8%;平均年龄约为 33 岁(标准差= 8. 91)。 具有
小学及以下学历的调查者占 3. 1%,初中学历占

32. 5%,高中学历占 39. 8%,大学本科 / 专科学历占
23. 8%,硕士及其他学历占 1. 8%。 他们从事骑手工

作的平均时长约为 24 个月(标准差= 19. 47)。
2. 2. 2　 测量工具

针对模型中的主要变量,员工感知的仁慈型领

导、解脱感、心理授权感、服务绩效、离职倾向均采

用成熟量表进行测量,且都遵循严格的翻译-回译

程序。 所有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计分,其
中 1 代表强烈不同意,5 代表强烈同意(除了反抗算
法的量表刻度代表的是行为频率)。

反抗算法。 采用研究一中开发的 14 个题项进

行测量。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 86。
感知的仁慈型领导。 采用郑伯埙等开发的包

含 5 个题项的量表进行测量[40] 。 代表性题项为“站
长经常关心我的生活”“当我遇到棘手的问题时,站
长会鼓励我”。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 92。
解脱感。 采用 Harmon-Jones 等开发的包含 3 个

题项的量表进行测量[41] 。 参与者回答“过去五天,
您在使用平台系统进行送单工作的过程中,在多大
程度上感受到以下情绪”,代表性题项为“轻松的”
“令人宽慰的”。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 90。
心理授权感。 采用 Spreitzer 开发的包含 4 维度

(即效能感、工作意义、影响力、自主性)、12 个题项
的量表进行测量[22] 。 代表性题项为“我自己可以决
定如何来做我的工作” “我相信自己具备干好工作

的能力”。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

为 0. 91。
服务绩效。 鉴于网约配送为服务性行业,我们

采用 Salanova 等开发的包含 6 个题项的服务绩效量
表来测量骑手的工作绩效[42] 。 代表性题项为“我了
解顾客的特定需求” “我能够用心对待每一个顾

客”。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 90。
离职倾向。 采用 Kelloway 等开发的包含 3 个题

项的量表进行测量[43] 。 代表性题项为“我会考虑辞
职”“在未来的几个月内,我很可能会寻找新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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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 96。
控制变量。 一项关于员工离职前因变量的元

分析发现,教育程度与离职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年
龄和从业时长都与员工离职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女
性员工的离职也低于男性[44] 。 研究发现,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从业时长都对绩效表现有显著影

响[45] 。 因此,我们将骑手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从业时长(指从事骑手这份工作的时间长度)作

为控制变量。 此外,由于顾客满意度对员工绩效表

现有正向影响[46] ,且消费者评价的服务质量对服务

行业员工离职有负向影响[47] ,我们还控制了在第一

次问卷发放前两周的服务评价数据(即服务好评

率)来代表顾客评价与满意度。 这些数据由该运力

服务公司的管理者直接提供。

2. 2.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我们首先对所有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由于模型估计中参数过多可能会增加标准误,我们

对题项较多的两个变量(即反抗算法和心理授权

感)做了题项打包处理[48] 。 具体地,我们根据概念

自身的维度,将反抗算法分三个维度打包,将心理

授权感分四个维度打包。 数据打包处理后,采用

Mplus
 

7. 4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变量之间的

区分效度,结果如表 3 所示。 六因子模型的拟合指

标(χ2 = 805. 63,
 

df = 232,
 χ2 / df = 3. 47,

 

CFI = 0. 92,
 

TLI = 0. 90,
 

RMSEA = 0. 08,
 

SRMR = 0. 05)明显优于

其他备选模型,且符合模型拟合的认可标准,因此

模型中涉及的 6 个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3　 研究二: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3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for
 

Study
 

2
模型 χ2 df χ2 / df Δχ2 / Δdf CLI TLI RMSEA SRMR

1. 六因子模型(A;
 

B;
 

R;
 

E;
 

T;
 

S) 805. 63 232 3. 47 0. 92 0. 90 0. 08 0. 05
2. 五因子模型(合并 A 和 B) 1012. 13 237 4. 27 41. 30∗∗(5) 0. 89 0. 87 0. 09 0. 07
3. 四因子模型(合并 B,

 

R 和 E) 1533. 70 241 6. 36 80. 90∗∗(9) 0. 81 0. 79 0. 12 0. 08
4. 三因子模型(合并 B,

 

R,
 

T 和 S) 4016. 89 244 16. 46 267. 61∗∗(12) 0. 45 0. 38 0. 20 0. 16
5. 二因子模型(合并 B,

 

R,
 

E,
 

T 和 S) 4036. 88 246 16. 41 230. 80∗∗(14) 0. 45 0. 38 0. 20 0. 16
6. 单因子模型 4228. 92 247 17. 12 228. 22∗∗(15) 0. 42 0. 36 0. 20 0. 16
　 　 注:

 

N = 400;其中 A 代表反抗算法,B 代表感知的仁慈型领导,R 代表解脱感,E 代表心理授权感,T 代表离职倾向,S 代表

服务绩效;采用双尾检验;∗∗表示
 

p<0. 01。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

数如表 4 所示。
(3)

 

假设检验

我们使用 Mplus
 

7. 4 进行全模型路径分析,检
验所有假设。 在检验间接效应和被调节的间接效

应时, 采用拔靴法 ( bootstrapping) 进行估算并将

bootstrap 次数设定为 5000 次。 分析结果如图 1 所

示。 员工反抗算法与其解脱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b= 0. 92,
 

SE = 0. 31,
 

p = 0. 003),员工反抗算法与

其心理授权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b = 0. 60,
 

SE =
0. 21,

 

p= 0. 004),因此 H1a 和 H1b 得到验证。
反抗算法与员工的服务绩效有边际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b= 0. 11,
 

SE = 0. 06,
 

p = 0. 05),员工的解

脱感与服务绩效有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 = 0. 003,
 

SE = 0. 04,
 

p = 0. 95),员工的心理授权感与服务绩

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b = 0. 26,
 

SE = 0. 08,
 

p =
0. 001)。 反抗算法与员工的离职倾向有不显著的

　 　 　 　
表 4　 研究二: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le

 

4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s
 

for
 

Study
 

2
表格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 性别(T1) 1. 04 0. 20
2. 年龄(T1) 32. 92 8. 91 0. 07
3. 教育程度(T1) 3. 96 1. 03 -0. 04 -0. 13∗∗

4. 从业时长(T1) 24. 07 19. 47 -0. 08 0. 28∗∗∗ -0. 03
5. 好评率(T1) 0. 05 0. 02 -0. 06 0. 04 -0. 08 0. 04
6. 反抗算法(T1) 2. 24 0. 66 -0. 08 -0. 02 0. 02 0. 18∗∗∗ 0. 01
7. 感知的仁慈型领导(T2) 3. 72 0. 88 0. 13∗∗ 0. 07 0. 05 -0. 16∗∗ 0. 09 -0. 08
8. 解脱感(T2) 3. 12 0. 93 0. 04 -0. 02 -0. 01 -0. 09 0. 05 0. 03 0. 46∗∗∗

9. 心理授权感(T2) 3. 61 0. 64 0. 08 0. 06 0. 00 -0. 04 0. 09 0. 02 0. 56∗∗∗ 0. 51∗∗∗

10. 服务绩效(T3) 3. 57 0. 73 0. 08 0. 08 0. 10∗ -0. 06 -0. 04 0. 09 0. 29∗∗∗ 0. 13∗∗∗ 0. 25∗∗∗

11. 离职倾向(T3) 2. 65 1. 03 -0. 10 -0. 11∗ 0. 01 0. 12∗ -0. 06 0. 10∗-0. 27∗∗∗ -0. 18∗∗∗-0. 19∗∗ -0. 11∗

　 　 注:
 

N = 400,其中从业时长的单位为月;采用双尾检验;∗表示
 

p<0. 05,∗∗表示
 

p<0. 01,∗∗∗表示
 

p<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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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二全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Figure

 

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sults
 

for
 

Study
 

2
注:Bootstrap 值设定为 5000 次;模型拟合指标:χ2 = 26. 64,

  

df = 14,
 

RMSEA = 0. 05,
 

CFI = 0. 97,
 

TLI = 0. 91,
 

SRMR = 0. 02;
 

图上报告为非
标准化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实线表示路径

 

系数显著,虚线表示路

径系数不显著;† 表示 p<0. 10,
 ∗表示

 

p<0. 05,∗∗表示
 

p<0. 01。

正相关关系(b= 0. 12,
 

SE = 0. 09,
 

p = 0. 15),员工的

解脱感与离职倾向有边际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b =
-0. 12,

 

SE = 0. 07,
 

p= 0. 08),员工的心理授权感与

离职倾向有边际显著的负相关关系(b = -0. 18,
 

SE
= 0. 10,

 

p= 0. 07)。
我们进一步检验了间接效应。 结果显示,反抗

算法通过解脱感对员工的服务绩效的间接效应值

为 0. 003, 标 准 误 为 0. 04, 95%
 

CI 为 [ - 0. 08,
 

0. 09],区间包括 0,表明间接效应不显著,因此 H2a
没有得到验证。 反抗算法通过解脱感对员工的离

职倾向的间接效应值为-0. 11,标准误为 0. 07,95%
 

CI 为[ -0. 31,
 

-0. 004],区间不包括 0,表明间接效

应显著,因此 H2b 得到验证。 反抗算法通过心理授

权感对员工的服务绩效的间接效应值为 0. 16,标准

误为 0. 08,95%
 

CI 为[0. 03,
 

0. 32],区间不包括 0,
表明间接效应显著,因此 H3a 得到验证。 反抗算法

通过心理授权感对员工的离职倾向的间接效应值

为 - 0. 11, 标 准 误 为 0. 07, 95%
 

CI 为 [ - 0. 28,
 

-0. 004],区间不包括 0,表明间接效应显著,因此

H3b 得到验证。
反抗算法与感知的仁慈型领导的交互项与员

工的解脱感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b = -0. 22,
 

SE =
0. 09,

 

p= 0. 01),反抗算法与感知的仁慈型领导的

交互项与员工的心理授权感也呈显著的负相关关

系(b= -0. 14,
 

SE = 0. 06,
 

p= 0. 01)。 为进一步检验

两个调节效应的方向,我们取均值上下一个标准差

的数值来表示感知的仁慈型领导的高低水平,进行

简单斜率检验以及绘制调节效应图,结果如图 2 和

图 3 所示。 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在员工感知的

仁慈型领导较高的情况下,反抗算法与员工的解脱

感之间的负向关系不显著( b = - 0. 10,
 

SE = 0. 11,
 

p= 0. 39),在员工感知的仁慈型领导较低的情况下,
反抗算法与员工的解脱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b =
0. 29,

 

SE= 0. 09,
 

p = 0. 002),H4a 得到验证。 在员

工感知的仁慈型领导较高的情况下,反抗算法与员

工的心理授权感之间的负向关系不显著(b= -0. 06,
 

SE= 0. 08,
 

p = 0. 43),在员工感知的仁慈型领导较

低的情况下,反抗算法与员工的心理授权感之间呈

显著正相关( b = 0. 19,
 

SE = 0. 07,
 

p = 0. 003)。 因

此,H4b 得到验证。

图 2　 研究二感知的仁慈型领导对反抗算法与解脱感的
调节作用图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benevolent
 

leadership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resistance
 

to
 

algorithmic
 

control
 

and
 

relief
 

in
 

Study
 

2

图 3　 研究二感知的仁慈型领导对反抗算法与心理授权感的
调节作用图

Figure
 

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benevolent
 

leadership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resistance
 

to
 

algorithmic
 

control
 

and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in
 

Study
 

2

我们进一步检验了被调节的间接效应,计算在

员工感知的仁慈型领导高或低的水平下,反抗算法

通过员工的解脱感、心理授权感影响离职倾向、服
务绩效的被调节的间接效应,并估算这些效应的置

信区间,以及它们之间差异的置信区间。 结果如表

5 所示。 针对 H5a,即反抗算法-解脱感-服务绩效

路径中被调节的间接效应,在员工感知的高、低仁

慈型领导下的间接效应的 95%CI 都包括 0,表明间

接效应不显著,且高低水平下的间接效应差也不显

著。 因此 H5a 没有得到验证。 针对 H5b,即反抗算

法-解脱感-离职倾向路径中被调节的间接效应,在
感知的高仁慈型领导下的间接效应不显著,在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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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仁慈型领导下的间接效应值为-0. 04,标准误

为 0. 02,95%
 

CI 为[ -0. 10,
 

-0. 002],表明间接效

应显著,且高低水平下的间接效应差也显著。 因此

H5b 得到验证。

表 5　 研究二被调节的间接效应分析结果
Table

 

5　 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s
 

of
 

employee
 

resistance
 

to
 

algorithmic
 

control
 

on
 

service
 

performance
 

and
 

turnover
 

intention
 

in
 

Study
 

2
效应路径 间接效应值 标准误 间接效应的 95%

 

CI
感知的低仁慈型领导(反抗算法-解脱感-服务绩效) 0. 001 0. 01 [ -0. 03,

 

0. 03]
感知的高仁慈型领导(反抗算法-解脱感-服务绩效) 0. 000 0. 01 [ -0. 02,

 

0. 01]
高与低仁慈型领导水平下的间接效应差异(反抗算法-解脱感-服务绩效) -0. 001 0. 02 [ -0. 04,

 

0. 03]
感知的低仁慈型领导(反抗算法-解脱感-离职倾向) -0. 04 0. 02 [ -0. 10,

 

-0. 002]
感知的高仁慈型领导(反抗算法-解脱感-离职倾向 0. 01 0. 02 [ -0. 01,

 

0. 07]
高与低仁慈型领导水平下的间接效应差异(反抗算法-解脱感-离职倾向) 0. 05 0. 03 [0. 001,

 

0. 12]
感知的低仁慈型领导(反抗算法-心理授权感-服务绩效) 0. 05 0. 02 [0. 01,

 

0. 11]
感知的高仁慈型领导(反抗算法-心理授权感-服务绩效) -0. 02 0. 02 [ -0. 07,

 

0. 02]
高与低仁慈型领导水平下的间接效应差异(反抗算法-心理授权感-服务绩效) -0. 07 0. 03 [ -0. 14,

 

-0. 01]
感知的低仁慈型领导(反抗算法-心理授权感-离职倾向) -0. 04 0. 02 [ -0. 09,

 

-0. 002]
感知的高仁慈型领导(反抗算法-心理授权感-离职倾向) 0. 01 0. 02 [ -0. 01,

 

0. 06]
高与低仁慈型领导水平下的间接效应差异(反抗算法-心理授权感-离职倾向) 0. 05 0. 03 [0. 001,

 

0. 12]
　 　 注:

 

感知的低仁慈型领导取值为其均值减 1 个标准差;感知的高仁慈型领导取值为其均值加 1 个标准差。

　 　 针对 H6a,即反抗算法-心理授权感-服务绩效

路径中被调节的间接效应,在员工感知的高仁慈型
领导下的间接效应不显著,在感知的低仁慈型领导

下的间接效应值为 0. 05,标准误为 0. 02,95%
 

CI 为
[0. 01,

 

0. 11],表明间接效应显著,且高低水平下的

间接效应差也显著。 因此 H6a 得到验证。 针对
H6b,即反抗算法-心理授权感-离职倾向路径中被
调节的间接效应,在员工感知的高仁慈型领导下的

间接效应不显著,在感知的低仁慈型领导下的间接
效应值为-0. 04,标准误为 0. 02,95%

 

CI 为[ -0. 09,
 

-0. 002],表明间接效应显著,且高低水平下的间接
效应差也显著。 因此 H6b 得到验证。

除了 H2a 和 H5a,其他假设均得到支持。 我们未

能发现反抗算法通过解脱感影响服务绩效的间接效
应,以及员工感知的仁慈型领导对该间接效应的调节

作用,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激励性因素(incentive),解
脱感与威胁性因素(threat)之间的关联更强[20] 。 在
本研究的两个结果变量中,由于离职倾向的抑制性和
消极性,它更有可能是对威胁的反应,而服务绩效与
激励的关联更强。 因此,在反抗算法通过提高解脱感

产生的积极效应中,其对降低离职倾向的作用更强,
而对提高服务绩效的作用不显著。

3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合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明确了员工
反抗算法的具体行为,在此构念基础上开发量表,
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了员工反抗算法对其个

人感受和工作结果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员工通
过反抗算法,提升了解脱感与心理授权感。 并且,

反抗算法通过解脱感降低了离职倾向,但我们没有

发现它通过解脱感显著地提高服务绩效;而反抗算

法通过心理授权感同时提高了服务绩效和降低了

离职倾向。 此外,我们还发现,员工感知到的直属

领导的仁慈型领导对他们反抗算法的效应发挥了

调节作用:相较于感知的高水平的仁慈型领导,在
感知的仁慈型领导较低时,反抗算法对心理授权感

与解脱感的提升效应更强,且通过心理授权感间接

影响服务绩效与离职倾向的效应、通过解脱感间接

影响离职倾向的效应也更强。 本研究的结果对于

算法管理、员工反抗、组织控制等相关研究领域有

着重要的贡献,也为算法和科层双重控制下的员工

管理提供了实践启示。
3. 1　 理论意义
　 　 第一,我们将关于员工反抗的研究扩展到算法

管理的情境下,确定了员工反抗算法的具体行为,
并开发了测量工具,拓展了员工反抗这一问题的研

究视域。 在目前员工反抗行为的文献中,绝大多数

关注的是员工针对传统的组织控制手段而发起的

反抗[6-7] ,但算法控制作为一种新的组织控制形式,
员工对其的反抗行为也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内容和

意义。 比如,算法控制相对于传统的组织控制手段

更具全面性、即时性、交互性和模糊性[1] ,渗透在员

工工作行为、过程与结果的方方面面。 算法控制的

实时记录与严密监控让许多传统的反抗行为(如怠

工)难以实施。 为了反抗算法,员工逐渐摸索出一

套更难以被察觉的行为模式[49] ,表现出传统反抗形

式之外的新内容与新模式。 我们通过质化和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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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一个典型的以算法管理

主导的情境中,澄清了员工的反抗算法的内涵,开
发了对应的测量工具,为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奠定

了必要基础。
第二,本研究揭示了员工反抗算法对其工作结

果的积极影响,并从认知和情绪这两条路径阐释了

积极效应的发生机制,对以往大多关注反抗的前

因、对反抗持有负面视角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和扩展。 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员工为何反抗组织

控制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反抗[7,9] ,而对反抗所带来

的结果,往往采用一种负面的视角,将其视为一种

不合作、反生产的行为,认为是对管理有效性的破

坏[9] 。 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员工通过反抗来应对算

法的消极影响,缓解了算法控制带来的消极体验与

不确定,帮助他们在压力较大且不稳定的工作环境

下恢复和获取工作资源。 具体而言,反抗算法能提

升员工的解脱感与心理授权感这两种心理资源,进
而间接提高其工作绩效、降低离职倾向。 我们的研

究揭示了员工反抗算法对自身和组织的积极影响

和合理性———当员工难以从算法控制中得到人文

关怀时,对算法的反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他们

作为人的“主体性” [17] ,反而有助于正向的工作行
为和结果。 这些结果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员工如何

应对算法控制的研究发现。
第三,我们发现了员工的反抗算法控制与其感

知的直属领导的仁慈型领导风格在提升员工心理

资源上的替代效应,这一结果体现了科层管理者在

算法为主导的场景中的积极作用,加深了我们对算

法时代的双重组织控制的理解。 在组织控制的文

献中,学者们通常将各种控制形式分开来单独讨

论[1,6] ,而现实中为了提高管理有效性,组织可能运
用多种控制手段来互相补充[50] 。 探讨多种控制手

段如何交互影响管理有效性,对于组织控制理论的

拓展和延伸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来说,由于算法存

在缺乏人性化、难以处理突发或质性信息等问题,
可能导致算法的失灵并影响员工的工作和绩

效[2-3,5] ,许多企业试图以科层管理来弥补“算法逻

辑”的缺陷。 在算法与科层的双重控制下,员工对

算法发起的反抗所带来的结果将不再只取决于算

法控制和反抗行为本身,也会受到科层管理因素的

影响。 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员工感知到直属领导

展现出较高的仁慈型领导力,那么反抗算法在提升

心理资源、提高绩效、抑制离职倾向等方面的重要

性变得不再显著。 这些结果意味着,领导者能够有

效调节员工对算法控制的应对方式给其个人和组

织带来的影响,体现了对多种组织控制模式之间的

交互进行研究的必要和重要性。

3. 2　 实践启示
　 　 一方面,本研究发现,员工的反抗算法行为具

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因此企业与管理者需要重新审

视这种看似破坏管理效果的行为,并基于反抗的本

质重新思考“算法逻辑”的有效性,考虑在算法控制

下给予员工更多的自由空间与自主权。 一方面,本
研究揭示了员工对算法的反抗能够帮助他们在算

法控制的情境下提升心理资源水平,进而获得更好

的绩效和更低的离职倾向。 因此,这一行为对于企

业保持人力资源、提高经济效益有积极意义。 另一

方面,从本质上看,员工渴望通过反抗算法这一行

为来消除算法控制对自身及其工作产生的潜在消

极影响(如不确定感、压力、实际损失等)。 如果企

业本身能够给予员工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不仅可以

减少这类反抗现象的发生,同时也能满足员工的现

实需求。 在这一议题上,已有企业作出了相应探索

且受到了员工及社会大众的认可,如某外卖平台近

来对配送规则进行了修订,给予骑手灵活应对“异

常场景”①的自主权,在“算法逻辑”的优化方面作出

了积极尝试。
另一方面,本研究发现员工感知的仁慈型领导

这一科层因素在员工反抗算法及其影响过程中发

挥了调节作用,即:当科层无法提供足够的关怀与

资源时,员工通过反抗算法来获取资源的意义和效

果变得更加显著;而在科层为员工提供了关怀、支
持等有利资源时,员工反抗算法的资源提升效应不

再显著。 这一结果回答了一个近来颇具争议的问

题———在算法技术日益发展、应用日益广泛的今

天,算法管理是否能够完全替代人的管理? 我们的

研究结果表明,算法管理在短期内还不足以完全替

代科层管理者的作用,后者对员工的人性化关怀、
对其情绪的疏导、对其工作动机的激发[51] ,能够弥

补标准化的算法控制在这些重要方面的不足。 因

此,企业在不断寻求数字技术与算法优化的过程

中,也应该考虑其科层管理因素如何能够充分发挥

其优势,从多种控制模式相结合的角度寻求管理模

式的整体优化。
3. 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第一,为探究反抗算法对员工及其工作结果的

潜在影响,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法来收集量化数

据,但三个时间点的数据采集均采用员工自陈。 尽

管所有数据分三个不同的时间点收集,且检验结果

显示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为了提高结

果的可靠性并进一步验证我们的发现,未来研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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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某外卖平台在骑手服务评价规则中纳入了对异常场景的考虑,详见

《用更有温度的算法,助每一位骑手安全向前》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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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多时间点及多数据来源的采集方法、纵向追

踪设计、实验设计的方法来检验本文的研究发现。
第二,反抗算法行为可能随工作事件的发生和

个人感知的变化而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 为了更

深入地理解员工的反抗算法在个体内层次上的表

现和作用,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日记研究法探究

反抗算法的个体内波动性及其对员工动机、情绪和

工作状态或经历的影响。 此外,未来研究还可以考

虑采用质化或量化的方式深入揭示这一行为的跨

层影响机制。
第三,本研究关注的是员工反抗算法的结果及

影响机制,未来研究可以将反抗算法行为作为结果

变量,分析哪些因素影响了员工对算法的反抗行

为。 例如,员工在发起反抗行为之前,可能会评估

这一行为有多大可能被组织发现并实施惩罚、有多

大可能改善实际工作结果等,员工对于反抗的有效

性、成本的评估可能影响他们是否做出反抗算法行

为。 此外,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员工有可能采取

更隐蔽的反抗形式。 那些风险性和潜在成本更高

的反抗行为,如欺骗系统,可能将被更少地采用。
最后,本研究基于平台经济中算法控制和科层

控制共存的整体逻辑,特别关注了科层管理因素对

员工反抗算法产生的积极影响的调节作用。 但反

抗算法行为的结果还可能受到个人、团队、组织甚

至地区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例如,部分反抗算法行

为,如欺骗系统,可能涉及违规或违反道德,如果员

工个人的道德身份较高( moral
 

identity),或者处于

一个道德氛围较强的团队中[52] ,反抗行为所体现的

违规性和不道德性与其道德身份或团队氛围不相

容,可能削弱反抗与解脱感等正面结果之间的关

联。 另外,当团队文化更宽松时,反抗更容易被接

受[53] ,带来的解脱感和心理授权感可能更高。 未来

研究可以探索影响反抗算法结果的其他边界条件

或者反抗算法的其他影响机制,进一步拓展关于算

法管理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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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ight
 

side
 

of
 

employee
 

resistance
 

to
 

algorithmic
 

control
 

for
 

their
 

work
 

outcomes:
 

A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perspective
 

WEI
  

Xin1,
 

DONG
  

Yuntao2∗,
 

CAO
  

Tian1,
 

TANG
  

Mingyue2
 

(1.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With
 

its
 

rapid
 

development
 

and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in
 

organizations,
 

algorithmic
 

control,
 

a
 

new
 

form
 

of
 

organizational
 

control,
 

is
 

reshaping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employees′
 

working
 

experiences.
 

Although
 

algorithm
 

has
 

certain
 

advantages
 

( e. g. ,
 

more
 

encompassing,
 

instantaneous,
 

and
 

interactiv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al
 

control
 

systems,
 

employees
 

working
 

under
 

algorithmic
 

control
 

also
 

encounter
 

aversive
 

working
 

experiences.
 

Specifically,
 

due
 

to
 

close
 

surveillance
 

and
 

tight
 

constraints
 

of
 

algorithmic
 

control,
 

employees
 

perceive
 

lower
 

work
 

autonomy,
 

job
 

security,
 

and
 

sense
 

of
 

control,
 

and
 

they
 

experience
 

negative
 

emotions
 

( e. g. ,
 

anxiety)
 

and
 

higher
 

work
 

stress.
 

To
 

cope
 

with
 

the
 

potential
 

or
 

actual
 

negative
 

influenc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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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ic
 

control,
 

employees
 

engage
 

in
 

resistance
 

to
 

algorithmic
 

control.
 

Existing
 

literature
 

on
 

employee
 

resistance
 

has
 

mainly
 

focused
 

on
 

why
 

and
 

in
 

what
 

forms
 

employees
 

resist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al
 

control
 

( e. g. ,
 

technological
 

control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
 

However,
 

because
 

algorithmic
 

control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al
 

control,
 

employees′
 

resistance
 

to
 

algorithmic
 

control
 

may
 

include
 

new
 

contents
 

and
 

manifest
 

itself
 

in
 

new
 

patterns.
 

Moreover,
 

the
 

act
 

of
 

resistance
 

to
 

algorithmic
 

control
 

may
 

have
 

a
 

potential
 

“ bright
 

side”.
 

This
 

is
 

because
 

resistance
 

is
 

a
 

coping
 

behavior
 

initiated
 

by
 

employees
 

under
 

algorithmic
 

control,
 

and
 

its
 

purpose
 

is
 

to
 

cope
 

with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f
 

algorithmic
 

control
 

on
 

the
 

employees
 

and
 

to
 

protect
 

and
 

enhance
 

their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and
 

consequently,
 

these
 

coping
 

behaviors
 

may
 

have
 

important,
 

favorable
 

effects
 

on
 

an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state,
 

job
 

performance,
 

and
 

turnover
 

intention.
 

We
 

adopt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COR)
 

Theory
 

to
 

explore
 

the
 

consequences
 

of
 

employee
 

resistance
 

to
 

algorithmic
 

control
 

and
 

the
 

mechanism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effects.
 

On
 

the
 

one
 

hand,
 

resistance
 

to
 

algorithmic
 

control
 

enables
 

employees
 

to
 

avoid
 

negative
 

outcomes
 

at
 

work
 

and
 

thus
 

generates
 

a
 

feeling
 

of
 

relief;
 

on
 

the
 

other
 

hand,
 

resistance
 

to
 

algorithmic
 

control
 

allows
 

employees
 

to
 

experience
 

more
 

autonomy
 

over
 

their
 

work,
 

leading
 

to
 

a
 

sense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Whereas
 

the
 

elevated
 

feeling
 

of
 

relief
 

is
 

a
 

positive
 

emotion,
 

the
 

elevated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is
 

a
 

type
 

of
 

positive
 

cognition,
 

and
 

both
 

of
 

them
 

imply
 

an
 

increase
 

in
 

the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With
 

the
 

increase
 

in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employees′
 

performance
 

can
 

improve
 

and
 

his / her
 

turnover
 

intention
 

will
 

decrease.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resistance
 

to
 

algorithmic
 

control
 

on
 

job
 

performance
 

and
 

turnover
 

intention
 

via
 

relief
 

and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re
 

moderated
 

by
 

employees′
 

perceived
 

benevolent
 

leadership.
 

This
 

is
 

because
 

benevolent
 

leadership
 

can
 

provide
 

crucial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to
 

employees,
 

which
 

can
 

serve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resources
 

that
 

employees
 

acquire
 

through
 

resistance.
 

When
 

employees
 

perceive
 

a
 

higher
 

level
 

of
 

benevolent
 

leadership,
 

they
 

receive
 

more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from
 

their
 

direct
 

supervisors,
 

and
 

thus
 

their
 

resistance
 

to
 

algorithmic
 

control
 

becomes
 

less
 

important,
 

and
 

the
 

resource-generating
 

effects
 

of
 

resistance
 

are
 

also
 

diminished.
We

 

conducted
 

two
 

studies
 

to
 

develop
 

and
 

validate
 

the
 

measure
 

for
 

employee
 

resistance
 

to
 

algorithmic
 

control
 

(Study
 

1)
 

and
 

to
 

test
 

our
 

hypothesized
 

model
 

(Study
 

2).
 

In
 

particular,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in
 

Study
 

1,
 

we
 

operationalized
 

the
 

concept
 

of
 

employee
 

resistance
 

to
 

algorithmic
 

control
 

and
 

generated
 

14
 

items
 

to
 

measure
 

it.
 

We
 

then
 

conducted
 

a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se
 

items
 

in
 

a
 

new
 

sample,
 

and
 

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in
 

another
 

sample
 

to
 

establish
 

validity
 

for
 

our
 

measurement.
 

After
 

that,
 

we
 

conducted
 

Study
 

2,
 

a
 

three-wave
 

field
 

survey
 

to
 

test
 

our
 

hypotheses.
 

Results
 

showed
 

that
 

employees′
 

resistance
 

to
 

algorithmic
 

control
 

increased
 

their
 

service
 

performance
 

through
 

elevating
 

their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decreased
 

their
 

turnover
 

intentions
 

through
 

boosting
 

both
 

of
 

their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feelings
 

of
 

relief.
 

Moreover,
 

these
 

effects
 

were
 

stronger
 

when
 

employees
 

perceived
 

a
 

lower
 

level
 

of
 

benevolent
 

leadership
 

of
 

their
 

direct
 

supervisor.
 

Our
 

findings
 

shed
 

light
 

on
 

the
 

potential
 

“ bright
 

side”
 

of
 

employee
 

resistance
 

to
 

algorithmic
 

control,
 

which
 

is
 

an
 

important
 

extension
 

to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that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antecedents
 

of
 

resistance
 

and
 

typically
 

considered
 

resistance
 

as
 

a
 

negative
 

phenomenon.
 

The
 

resource-generating
 

effects
 

of
 

employee
 

resistance
 

to
 

algorithmic
 

control
 

indicate
 

that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rs
 

should
 

re-examine
 

their
 

assumptions
 

about
 

employee
 

resistance
 

and
 

improve
 

their
 

managerial
 

practices
 

accordingly.
 

Furthermore,
 

we
 

identify
 

perceived
 

benevolent
 

leadership
 

as
 

a
 

boundary
 

condition
 

for
 

the
 

effects
 

of
 

resistance
 

to
 

algorithmic
 

control,
 

which
 

implies
 

the
 

active
 

role
 

that
 

managers
 

can
 

play
 

in
 

the
 

context
 

of
 

algorithmic
 

management
 

and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ual
 

control
 

model
 

of
 

algorithmic
 

control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summary,
 

this
 

research
 

provides
 

important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in
 

the
 

era
 

of
 

algorithm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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